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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告九诬: 清代诬告盛行之原因剖析*

姚志伟

摘 要:清代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诬告现象的普遍，有“无谎不成状”之说。究其原因，
可以理解为在清代特定的司法结构之下，百姓的策略行为与官员策略行为的互动导致了清代
诬告现象的泛滥，因之也成为清代司法的“顽疾”。就百姓而言，面对官府的“抓大放小”式的
司法管理，选择诬告这一策略行为作为回应，以使案件得到官府的受理和重视。就官府而言，
诬告犯罪本应是严厉惩治的行为，却因官员规避审判责任的策略行为而被轻纵，这使得百姓诬
告的风险降低，从而鼓励了诬告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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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天的诉讼相比，清代诉讼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诬告现象十分普遍。当时有“无谎不成状”之
说，①原告状纸一般都有虚张声势的特点，康熙时曾任汀州知府的王廷抡在告示中言: “尔民身历艰苦，
自当安分谋生，无如积习颓风，好争健讼，于本府莅任之始，纷纷具控，及至披阅情词，十无一实。”②这种
普遍性在判牍中也能体现出来，有学者对清代判牍中的诬告案件数量进行了统计，顺治年间的《棘听
草》共收入判 440 件，其中诬妄类 80 件; 康熙朝的《纸上经纶》共收入判 28 件，属于诬告的有 7 件; 雍正
年间的《徐雨峰中丞勘语》中收判 102 件，19 件是诬告; 乾隆朝的《崇雅堂稿》中收判 38 件，有 6 件诬告
案; 而光绪年间浙江会稽县知县在《四西斋决事》中仅记录了 38 件判，属于诬告的竟然达到 16 件之
多。③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清代的诬告现象会如此普遍呢? 本文将从官府和百姓两个层面来进行
探讨。

一、诬告缘起:抓大放小式的司法治理模式

探寻诬告的缘起，应该考虑的是诬告行为发生的结构性背景。诬告作为一种司法行为，与清代司法
的体制性结构密切相关，在清代的司法体系中，一定有一些固定的结构诱发了诬告行为的普遍性。
清代官府在司法领域的治理模式是一种分类治理模式，即官府对司法事务进行分类管理，分为命盗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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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案件) 和细故案件( 民事案件) ，④然后对不同的案件适用不同的治理原则，命盗重案关系到集权秩序的

稳定，应该由官府牢牢控制，并按科层制原则处理。细故案件的处理则是细事，可以采用简约化治理原则。这
就是司法治理模式中的“抓大放小”。⑤这种处理模式在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都有反映。
( 一) 放告与准驳

放告是诉讼的开端。所谓放告，是指官府每月⑥只有在特定日期才受理百姓所告案件的一种诉讼
制度。对于放告的日期，清代律典中没有统一的规定，主要是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规定相应日期，
但基本做法大致相同。具体而言，有每月三六九日放告的，⑦如康熙时任郯城知县的黄六鸿言:“凡告期
必以三六九日为定。”⑧也有以三八日放告的，如清代曾在四川任县令的刘衡提到:“寻常案件，定于三八
被告日当堂收呈，此外切勿滥收也。”⑨还有只以三日放告日期的，王廷抡在临汀府作官时规定:“仰府属
军民人等……于本月二十三日为始，每逢三日期，许尔等赴府控告。”⑩

放告制度十分透彻地反映了“抓大放小”的原则，因为只有细故案件才受到放告日的限制，而命盗
重案则不受此限制，百姓可以随时呈控。黄六鸿言:“凡告期必以三六九日为定，或谓州县非宪司比，不
宜拘定日期，民有疾痛呼号，岂能刻待，大盗人命保无逃逸圈和。曰: 不然。民之有讼，出于不得已而后
控; 官之听讼亦出于不得已而后准，非皆乐于有事者也。闾阎雀角起于一时之忿争，因而趋告，若得亲友
解劝延至告期，其人怒气已平，杯酒壶茗便可两为排释，岂非为民父母者所深愿乎。至于盗命重情，则有
不时之喊告，豪愍巨蠹，则有抱牌之冤呜，原不在三六九之限，是则无定期以伸大屈，有定期以息小争，不

又两得之哉。”瑏瑡这则材料说明，对于命盗这样关乎统治秩序的大案，官府要随时受理; 而对于一般户婚、
田土这样的小事，则要受到放告日期的限制，只有在特定日期官府才会受理。而放告日期的设置，也是
出于官府尽量不受理细故案件的原则。具体来说，它使百姓在纠纷发生后到去官府告诉前有一段缓冲
期，这段时间不但可以使争端双方自行消解心中不平之气，而且也使民间力量可以在这段缓冲期内自发

地调节纠纷，平息诉讼。

④ 在清代，命盗案件也称为“案件”，而细故案件则称为“词讼”。

⑤ “抓大放小”式司法治理模式是由徐忠明提出的。参见徐忠明:《小事闹大与大事化小: 解读一份清代民事调解的法庭记录》，载《法

制与社会发展》2004 年第 6 期。

⑥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法律规定农忙时的四月至七月不受理户婚田土案件。参见《大清律例》卷 30“告状不受理”条下例文，田涛、郑

秦点校，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79 页。

⑦ 即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下文同此格式。

⑧ ( 清) 黄六鸿:《福惠全书》卷 11，“词讼”，《官箴书集成》( 第三册) ，黄山书社 1997 年版，第 328 页。

⑨ ( 清) 刘衡:《庸吏庸言》卷上，“理讼十条”，前引⑧《官箴书集成》( 第六册) ，第 197 页。

⑩ 前引②。又: 瞿同祖认为，清代前期( 17、18) 世纪每个月的放告日期为三、六、九日，后期( 19 世纪) 为三、八日。参见瞿同祖: 《清代

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6 页。

瑏瑡 前引⑧。

瑏瑢 前引⑧。

瑏瑣 ( 清) 于成龙:《政书》卷 4，“简讼省刑檄”。

瑏瑤 ( 清)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十五。

瑏瑥 ( 明) 汪天锡:《官箴书集要》卷下，“听讼篇”，前引⑧《官箴书集成》( 第一册) ，第 285—286 页。

放告程序后是准驳程序。所谓“准驳”，就是百姓的诉讼能不能为官府所准，官府受不受理该诉讼。
刘衡言: “状不轻准，准则必审; 审则断不许和息也。民间细故，或两造关系亲邻，其呈词原不宜轻准。
诚以事经官断，则曲直判然，负者不无芥蒂，往往有因此构怨久而酿祸者。”瑏瑢清代名吏于成龙言: “一切
民间小忿争角细事，概不许滥准、拘审、骚扰妨工，并擅拟罪赎婪追外，如有关系重大或由上发事件，必虚
心平听。”瑏瑣康熙时的大学士图海在奏折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民间词讼，除重情速审速结外，其余户
婚细事不得滥准牵累无辜。”瑏瑤明代的《官箴书集要》载:“除奸盗、诈伪、人命、恶逆重事外，其余户婚、骂
詈、斗殴等项事轻者，随事机变，或原告不愿告官者，或告拦和，分付耆宿里长领去商和，不必兜揽，所以
谚有‘会管不如会推’之说。又云:‘受状易，鞫状难; 告状易，对词难’。”瑏瑥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如果事情重大，属于命盗重案，官府必须准理，并要认真对待; 而户婚田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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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案件，则是强调不能滥准，其实质是能推则推。百姓将民事性质的案件告官时，官府日常的做法是
将案件批给族人、乡约等社会力量处理，黄宗智在淡新档案和宝坻档案都发现有这种情形。瑏瑦

( 二) 审理与覆审

如果案件获批准理，则诉讼进入下一个阶段———审判阶段。在这个阶段，命盗重案与细故案件仍然
受到不同的对待，遵循不同的程序。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对这两类案件在审判方面的区别做了很好的概
括:“前者( 命盗重案，笔者按) 在州县阶段仅草拟判决，然后将全部有关书面文件及被告人正身一同报
送上级机关，经规定的复审后，决定判决。判决是严格依据法律、参照先例而作出的。如果必要，还可依
皇帝的权威对其加以微小的修正……与此相对，那些不存在徒以上刑罚的问题( 或者虽然有此类问题，
但不须正式对待) 的案件，被限定在州县进行审判例，称之为( 州县) 自理词讼( 即细故案件，笔者按) ，上

级机关只介入当事人的上诉。这种程序的性质，可以说，恰似一种把战前战后的警察在违警罪即决处分
或轻罪处分中的功能，同以‘相谈’( 咨询) 之名对纠纷所进行的民间调解功能，加以浑然一体的结合并
正式使其制度化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带有强烈调解色彩的审判，可借用 D． F．亨达森的用
语，将其称之为教谕式的调解。”瑏瑧

为了保证国家重点关注的命盗重案件得到良好的处理，其审判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进行，审判官员不

得“出入人罪”，否则会受到严惩。瑏瑨不仅如此，还要通过层层复核的机制保证其得到合理的审判。瑏瑩而户
婚田土之类的细故案件州县官员就可以自己决定，并且可以灵活处理，可以采用“教谕式的调解”的方
式予以解决。在滋贺秀三看来，这种教谕式的调解的原型是“父母申斥子女的不良行为，调停兄弟姐妹
之间的争执”。瑐瑠在这种调停过程中，被强调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恢复秩序的和谐。

瑏瑦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 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3 页。

瑏瑧 ［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载梁治平、王亚新编: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

约》，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21 页。

瑏瑨 见清律“官司出入人罪”条，前引⑥《大清律例》，第 578—585 页。

瑏瑩 即覆审制度，下文将详细介绍，此处不展开。

瑐瑠 ［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载前引瑏瑧梁治平、王亚新编书，第 16 页。

瑐瑡 对此争议的详细阐述，参见徐忠明:《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载《政法

论坛》2007 年第 2 期。

瑐瑢 这并不代表民事案件( 细故案件) 的审理中就完全不追究罪责( 今天的民事诉讼正是如此) ，相反，司法官员手中握有追究罪责的权

力，正是凭借这种权力，他们可以迫使两造和解，上文所举的兄弟争产案就说明了这点。

瑐瑣 有关覆审程序的详细介绍，参见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2—169 页。

当然，对于细故案件中司法官员是依照法律判决还是依据非实定化的情理判决，是更多地使用调解

还是使用判决，在学术界都是有争议的。瑐瑡但是无论如何，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司法官员在细故
案件中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而命盗案件的处理则必须依法判决，自由裁量权较小; 第二，官府处理细

故案件的目标是尽量平息纠纷，恢复秩序，而命盗案件的审判则主要是打击犯罪，追究罪责; 瑐瑢第三，与

前两点相关，细故案件的审判中司法官员往往运用半正式程序，希望案件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避免作

出两分式的判决。
案件初审后，还有覆审程序。所谓覆审是指不论两造是否不服州县衙门的判决，案件都会自动向上

级衙门呈报，由上级衙门覆审，覆审又称为“审转”。按照清代法律的规定，徒罪以下( 不包括徒罪) 的案
件可以由州县自主决定，徒罪以上的案件州县官只能提出一个初审意见，再向上申报，由上级决定如何

处理。具体而言，督抚对适用于一般伤害案件的徒罪有决定权，但如果此类案件牵涉到人命，则他们也
不能决定。涉及到人命的案件和需要判以“流”以上刑罚案件的决定权在刑部。至于要判处死刑的案
件，决定权则在皇帝手上。瑐瑣根据覆审制度，可将案件分为上司审转重案和州县自理案件，上司审转重案
基本上就是命盗重案，而州县自理的案件基本同于细故案件。命盗案件需要逐件审转，而州县自理案件
则只要按月汇总成册，向上级呈报。
覆审制度充分体现“抓大放小”的原则。对于关系到基本统治秩序的命盗重案，官府不仅直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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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且还通过层层复核的机制保证其得到合理的审判。这种审转遵循的是科层制管理的原则，越重大
的案件由级别越高的行政机关来复核决定。与覆审制度相应的是严格的官员责任追究体制，如果案件
在覆审中，上级官员发现下级官员在审判过程中有出入人罪，审判官员会受到相应的惩处，轻则罚俸罢

官，重则要被处以刑罚。瑐瑤

由于命盗重案受到上级的重点监控，所以各级审判官员所重点关注的必然是命盗案件。而细故案
件虽然也要按月册报，但这种汇总册报的办法，上级难以仔细核查，所以细故案件必然被审判官员所轻

视和怠慢。时任兵科给事中的胡承珙在给嘉庆的奏折中言:“照外省公事，自斥革衣顶、拟杖徒以上，例
须通详招解报部，及奉各上司批审呈词，须详覆本批发衙门者名为案件。其自理民词，枷杖以下一切户
婚、田土、钱债、斗殴细故名为词讼。查外省问刑各衙门，皆有幕友佐理，幕友专以保全居停考成为职，故
止悉心办理案件，以词讼系本衙门自理之件，漫不经心，而州县又复偷安，任意积压，使小民控诉不申，转

受讼累。”瑐瑥命盗案件由于要向上审转，关乎司法官员的考成，所以须认真处理。而细故案件，不需审转，
上级难以监控，所以投入精力较少，导致案件积压。所以在覆审制度的压力之下，官员更重视命盗重案
的处理，而轻视细故案件的处理。瑐瑦

总之，清代政府对于司法事务实行“抓大放小”式的治理。首先对案件进行分类，分为命盗重案和
细故案件。命盗重案关乎统治秩序，以科层制的原则管理; 细故案件则较为次要，以简约化治理原则管
理，这种处理模式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明显的体现。通过这种治理模式，官府希望以最小的行动，实
现最大的目标———维护政权的统治，安顿社会秩序，维持统治的合法性。

二、诬告发生:特定结构下百姓的策略选择

瑐瑤 见清律“官司出入人罪”条，前引⑥《大清律例》，第 578—585 页。

瑐瑥 ( 清) 包世臣:《小倦游阁集》，第二十七别集八，“为胡墨庄给事条陈积案弊源折子”。

瑐瑦 据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李国祁等人对清代基层地方官升调降革与治绩关系的量化分析显示，影响知县升调和降革的治绩因素中，除钱粮外，吏

治、文教和刑名三者所占的比例几乎相当，而刑名方面的治绩，又以锄奸除暴最多，断案听讼尚在其次。参见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中国

地方志研究: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 第1册) ，台湾地区科学委员会编辑委员会1975年版，第47—48页。

瑐瑧 参见［日］夫马进:《讼师秘本〈萧曹遗笔〉的出现》，载《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明清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490 页; ［日］寺田浩明:《中国清代的民事诉讼与“法之构筑”———以〈淡新档案〉的一个事例作为素材》，载易继明主

编:《私法》( 第 3 辑第 3 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6 页。

瑐瑨 相关论述参见徐忠明、杜金:《清代诉讼风气的实证分析与文化解释———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载《清华法学》2007 年创刊号; 侯

欣一: 《清代江南地区民间的健讼问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载《法学研究》2006 年第 4 期; 卞利: 《明清徽州民俗健讼初

探》，载《江淮论坛》1993 年第 5 期; ［马来西亚］陈玉心:《清代健讼外证———威海卫英国法庭的华人民事诉讼》，赵岚译、苏亦工校，

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 年秋季号; 邓建鹏:《健讼与息讼──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矛盾解析》，载《清华法学》( 第 4 辑) ，清华大学出

版社 2004 年版，第 193—198 页。

瑐瑩 参见［美］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葛剑雄译，生活·读书·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328—329 页。

瑑瑠 王跃生:《18 世纪中后期中国人口数量变化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1997 年第 4 期。

( 一) 挤来挤去的生活环境

日本学者夫马进和寺田浩明都认为清代是一个“诉讼社会”，瑐瑧而清代文献中大量“健讼”、“好讼”
的记载也证明了百姓诉讼乃是经常发生之事，瑐瑨官府“无讼”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实现。百姓好
讼与当时巨大的生存压力和争夺生存资源的激烈斗争是有关的。
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清代人口增长迅速，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乾隆三十一( 1766) 年，

人口突破 2 亿; 乾隆五十五( 1790) 年，人口已达 3 亿; 而到鸦片战争爆发的道光二十( 1840 ) 年，人口已
过 4 亿。瑐瑩清代人口增长的速度远高于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18 世纪中后期，中国人口数量的基本增长
率为 14‰，而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在 1650 年—1910 年间最高也不超过 8‰。瑑瑠这种人口的增长建立在
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上，在没有发生技术革命的情况下，为应付人口增长的压力，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开

发自然资源。清代学者汪士铎言:“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樱，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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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曹，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瑑瑡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有限的自然资源，使得清代的生存压力变得非常
大。在资源匮乏、生存随时受到威胁的环境中，人们必然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利益，而相互间的礼让往往
被放在一旁。“国朝以来，文风日盛，不愧海滨邹鲁之称。然而地沃人稠，雀鼠兴争。”瑑瑢“今生齿日繁，谋
生者众，几使野无旷土，人无游民，地利尽而民力亦困矣。唯是招佃不慎，始则年清一年，久则改塍骗产、
典卖踞庄、强耕强获之事，至于滋讼。”瑑瑣

《刑案汇览》中记载了这样三个案件: 一个 15 岁的男孩在邻居的地里捡了散落的豆粒，被邻居喝
骂，争执之中误杀邻居; 与此相似的是，一个 13 岁的男孩在邻居果园里摘了 3 个梨，也因被骂而杀人; 另
一个案件是，一个老妇女带着小孙子捡别人收割后的麦穗，被麦地主人侮辱喝骂而羞愤自杀，其儿媳也

自杀。瑑瑤豆粒、梨子、麦穗可以说都是极小的利益，却因此导致了命案的发生，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百姓的
贫困程度和生存斗争的剧烈。在这种形势下，百姓为了争夺生存利益而诉讼，就可以理解了。
与生存压力相伴的是土地等基本生存资料的快速流转，俗谚“千年田，八百主”的说法描述的就是

这种状况。土地的快速流转导致田土买卖、典当以及相随的继承、坟地等纠纷大量产生，从而户婚田土
之类的诉讼不可避免地多起来。瑑瑥

日本学者寺田浩明言:“相互无争的日常生活秩序也意味着一方面持有某种正当性( 而且当然得到
了社会的一定承认)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时时暗示诉诸暴力的可能来确保各自生业的互相竞合或对抗

的状态。就像一种相互之间不做声地挤来挤去、推来推去的状态，一种暗暗较劲的状态。”瑑瑦这种挤来挤
去的场景只是一种“半事实性”的均衡状态，它一方面是巨大生存压力下人们之间的脆弱平衡; 另一方
面，又由于人们在压力下的各种行为被打破，暗地的较量演化为公开的冲突。这种冲突如果走上衙门就
形成了诉讼，而这在清代是经常发生的。瑑瑧

瑑瑡 ( 清) 汪士铎:《乙丙日记》，转引自前引瑐瑩何炳棣书，第 31 页。

瑑瑢 《揭阳县志》( 乾隆) 卷 7，“风俗”。

瑑瑣 《郴州总志》( 嘉庆) 卷 21，“风俗”。

瑑瑤 分别参见( 清) 祝庆祺、鲍书芸、潘文:《刑案汇览三编》，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2—113、242—243、736—738 页。

瑑瑥 明代丘浚在谈田制与诉讼之间的关系时曾说:“后世词讼之兴，多起于户婚田土，然成周盛时，田有井授，故无争也者。而所争者婚

姻耳。”参见( 明)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 106，“详听断之法”。

瑑瑦 ［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载前引瑏瑧梁治平、王亚新编书，第 217 页。

瑑瑧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个地区的生存压力都很大。在清代，人口众多，土地有限，并且土地流转迅速的地区主要是江苏、浙江等江

南地区和湖南、江西、四川、广东等省，而这些地方恰恰是民众好讼、诉讼频发的地区。参见前引瑐瑨邓建鹏文，第 193—198 页。

瑑瑨 ( 明) 邱浚:《大学衍义补》卷 106，“慎刑宪”。

瑑瑩 于语和:《试论“无讼”法律传统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消极影响》，载《法学家》2000 年第 1 期。

瑒瑠 前引瑏瑦，第 149 页。

瑒瑡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9—302 页。

( 二) 调解与诉讼

明代丘浚言:“民生有欲，不能无争，争则必有讼。”瑑瑨他将争和讼联系在一起，肯定了讼的合理性，这
从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当时的“无讼”理念。在这种理念中，最好是不要有争端，即使有争端最好通过调
解的手段解决，相关的制度安排也遵循这样的思路。但清代好讼的局面证明了调解并没有起到官府所
期望的作用，为何那么多百姓会不选择调解而走向诉讼之路呢?

第一，民间调解与官方诉讼的费用。以往的研究往往认为，诉讼的费用较高，而调解主要靠“面子”
解决问题，费用很低，这导致了百姓更愿意选择调解而不是诉讼。瑑瑩这个论断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黄宗
智对清代的诉讼费用进行了初步研究，他发现清代的诉讼费用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是一个天文数字，一

件普通官司的诉讼费用相当于一个农业雇工一年的工资( 即二千至五千文铜钱) 。这个费用虽然对贫
农和雇农较高，但是对于一个较宽裕的中农和富农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瑒瑠

另一方面，以前的研究往往忽视了调解的费用问题。调解并非免费，宴请往往是调解活动不可缺少
的部分。杨懋春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提到，当地一个成功的调解活动促成后，双方当事
人要分摊宴席费用。如果过错明显属于当事人中的一方，则由过错方来承担宴席费用。瑒瑡20 世纪初，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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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威海卫并行使司法权的英国人发现当地的老百姓十分“好讼”，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
调解费用高昂，而与调解相比，诉讼是更经济的解决纠纷方式。瑒瑢

由于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很难对清代的调解费用和诉讼费用作精确的比较。但上述讨论至少可
以说明，调解并不是无成本的，而诉讼费用也并非一定高不可及。诉讼费用与调解费用之间的比例可能
要取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 即使认可诉讼费用高于调解费用，两者的差距可能也并没有原来描述的那

么大。
第二，调解人的公正问题。调解人往往是纠纷当地的人，他们自己嵌入在当地利益格局中，其公正

性值得怀疑。美国学者夏皮罗谈到了这个问题: “由村落长老或绅士主持的地方调解所具有的吸引力
经常被夸大了或者是理想化了。长老或士绅经常代表与争议当事人中的一方的利益不一致的社会、经
济、政治利益。此类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拥有一个当地关系网，争议当事人中的一方也许将其看作是会
偏向另一方当事人的暗示。”瑒瑣相对而言，官府衙门比较能脱离当地的利益关系网络，特别是清代实现回
避制度，各地长吏皆为外地人，对于纠纷能够保持一个较为超然公正的态度。

瑒瑢 前引瑐瑨陈玉心文。英国人认为，调解成本高是因为调解的当事人需要设宴，而诉讼成本则由于不收取诉讼费或者诉讼费较低而显

得相对廉价。当然，不能从威海卫的例子推出清代的调解费用就一定高于诉讼费用，因为威海卫的例子较为特殊，当地的英国裁判

官较为清廉，并且也没有让属员参与司法，没有清代常规司法的“陋规”问题，这样使得百姓无需支付隐性的诉讼费用，而这是清代

司法的常态。

瑒瑣 ［美］马丁·夏皮罗:《法院: 比较法上和政治学上的分析》，张生、李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1 页。

瑒瑤 前引瑏瑦，第 57 页。

瑒瑥 田涛、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1 页。

瑒瑦 有关社会构成对司法判决影响的研究，参见［美］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黄宗智的研究表明，当纠纷双方的权力地位大致相当时，调解妥协最为有效; 但是对于恃强凌弱，它

就显得无能为力。瑒瑤当纠纷双方实力明显失衡时，实力强大的一方可以通过权力运作与当地头面人物
( 通常他们是调解人) 勾结，压制实力弱小方的诉求，迫使他们接受并不公正的调解协议。这些弱势者
在当地不能得到公正时，必然走向官府寻求救济，毕竟官府有着更超脱的地位和更强大的力量可以“锄
强扶弱”。
第三，调解的效力问题。调解的成功依赖于调解人自身的影响力和当地社区的压力机制，这些都是

柔性的力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石联渠呈为邀理罔济据实声叩事”案，石联渠与兄石映霞争产，
石联渠先是投诉于局绅周骏烈等，不但无效，反而激起映霞带人到家闹事。后联渠告于县衙，知县以常
见的手法推之，批“饬应邀公正族戚妥理”。联渠持批文请原理绅士及族长石金水、石陈贵等会集理处，
但映霞拒不理会。最后联渠迫于无奈只得再诉于县衙，请求知县处理。瑒瑥这个案件说明，族长、士绅的力
量有时并不足以摆平纠纷，如果他们自身影响力不够强大，不能施加足够的压力，当事人完全可以不理

会他们的调解。即使调解成功，达成了调解协议，当事人执不执行也是问题，毕竟调解人不能进行直接
的强制，上文提到的王氏殴伤李金固妻一案，已经族长调解，但李王氏不遵族长的裁断，李金固才不得不

告官。
当然，提出这三点理由并不是完全否定调解的作用，只是以往研究对于调解的作用过分强调，以至

于无法解释清代较为普遍的健讼现象。调解和诉讼作为两种不同的纠纷解决手段，在当时的环境下，各
有其优劣势，案件的社会构成和具体“语境”都会影响当事人选择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笔者在要强调
的是，由于调解自身的缺陷，必然有相当多的案件百姓希望通过诉讼的渠道解决，瑒瑦但官府又往往拒不

受理案件，在官与民的这种告与推的过程中，诬告现象变得普遍起来，这也是下面所要谈的内容。
( 三) 诬告行为的发生: 百姓的策略行为

一方面，户婚田土之类的纠纷官府视为细故，尽量不理，理了以后也不够重视; 另一方面，在压力重

重的生活环境下，这类纠纷又大量产生，且与百姓利害极为相关。另外，当地的调解机制也并不一定能
发挥作用，所以百姓就不得不走向官府诉讼。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恰如清人方大堤所言: “户婚、田

·541·2014 年第 1 期 十告九诬:清代诬告盛行之原因剖析



土、钱债、偷窃等案，自衙门内视之，皆细故也。自百姓视之，则利害切己，故并不细。”瑒瑧

面对这种局势，百姓为了让案件得到受理( 这是首要的) 和重视，难免就会采取诬告的行为策略。
诬告的本质是小事闹大、无中生有，将户婚田土之类的案件渲染为命盗重案，以期“耸动官府”，从而使
官府不得不受理和重视，俗语“无谎不成状”，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当时的很多材料都记载了百姓这
种策略行为:“饰小忿为大冤，或翻旧案为新题，日角争端动云网锁吊拷，地界接壤指称挖塜抛骸，田土
之交易未清，便言霸占; 钱债之利息不楚，捏告诈赃; 或将衙役装头，或列绅衿作证，牵连妇女，罗织无辜，

海市蜃楼，但冀目前之一准，含沙射影，不管日后之盛诬。”瑒瑨

曾国藩在《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中也谈到了这种行为:“刁民凭空砌词，涉讼或挟仇，或渔利，造作影
响无据之言，诬告多人，但求准状。”瑒瑩既然官府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轻视户婚田土等案而重视命盗
案件，那么百姓只有把轻案伪装成重案，以求准理。由此可见，百姓的诬告策略是对官府“抓大放小”策
略的回应，瑓瑠也因此，民和官在诉讼这个场域里展开着不断的斗争。
在清代诉讼实践中，有“投词”一说，极能说明百姓的诬告策略。清人李渔描述了这种行为:“小民

之好讼未有甚于今日者，往时犹在郡邑纷呶，近来健讼之徒皆以府县势轻不足威压，强悍必欲置之宪网，

于是竟控极大衙门，先自处于莫可谁何之地，而戟森严之地遂变为鼠牙雀角之场矣。当道诸公欲不轻为
准理，则无奈满纸冤情又系极大题目，及至批行下属，所告之状与所争之事绝不相蒙，如何审理? 旧例原

词之外别进一纸名曰投状，巧饰一二附会之语，依傍原词，其余别叙所争情事，谳者始知前词尽属虚文，

此状才归正传。承问诸公欲据原词审理，终难结案，不得不开自便之门，即据其投状而为判断。是小民
欺罔之情，反为官长藏拙之地，有是理乎? 谓好讼之民敢于张大其词以耸宪听，不虑招诬者恃有投状一

着为退步耳，以片之真情盖弥天之大谎，不怕官府不为我用。彼所恃以健讼者在此。”瑓瑡

瑒瑧 ( 清) 方大堤:《平平言》卷 3，“勿忽细故”，前引⑧《官箴书集成》( 第七册) ，第 675 页。

瑒瑨 ( 清) 王廷抡:《临汀考言》卷 6，“详议”。

瑒瑩 ( 清) 葛士睿:《清经世文编续》卷 16，“吏政一”，“直隶清讼事宜十条”( 曾国藩) 。

瑓瑠 “抓大放小”是一种司法治理模式，但如果将其放到官与民之间的博弈过程来看，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官府的策略行为。

瑓瑡 ( 清) 凌铭麟:《律例指南》卷 12，“论一切词讼”。

瑓瑢 参见前引瑐瑣，第 54—57 页。

瑓瑣 ( 清) 董浩:《皇清文颖续编》卷 12，“请申明诬告翻案赴京呈控禁令疏”。

瑓瑤 ［美］孔力飞:《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300 页。

瑓瑥 文革中，这种借诬告以报怨的行为也极为普遍。

瑓瑦 前引瑑瑤，第 1754 页。

瑓瑧 ( 清) 王廷抡:《临汀考言》卷 11，“归化县民张德先挟仇诬禀张居先抢犯伤差”。

清代诉讼采用书面主义，以状纸的形式进行。瑓瑢百姓为图准理，在状纸上虚张其词，使得官府“无奈满纸冤
情又系极大题目”不得不理。官府受理以后，再将实情以投词的形式投递到官府，让官府可以针对纠纷进行审
理。审判官员为了结案还不得不开自便之门，根据投词进行审判，而并不追究原告的诬告责任。
利用诬告的行为策略，百姓不仅可以使案件为官府受理，还能实现其他目的，主要是复仇与谋利。

嘉庆时御史沈琨在奏折中言:“近来嚣风日长，虽明知律令之綦严，姑且试刁顽之可逞，或挟嫌而籍端泄
忿，或诈财而任意株连。”瑓瑣在清代那种生存竞争激烈严酷的压力下，在默默挤来挤去的日常博弈过程
中，人和人之间难免充满嫌隙和敌意，用美国学者孔力飞的话说就是: “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
为形式的敌意。”瑓瑤这种嫌隙和敌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爆发可以诉诸于直接的暴力，也可以通过
诬告的形式进行。借助官府的力量，诬告可以给对方带来极大的伤害，从而实现报复的目的。瑓瑥如“赃犯
诬扳同伙致人跌毙案”中，徐青山老因被马世发斥逐，便诬告马世发同伙行窃。瑓瑦又如“归化县民张德先
挟仇诬禀张居先抢犯伤差”案，张德先和张居先都为乡约，德先因拖欠钱粮被居先之弟长生控告到府，
德先被责惩，因而心生怨念，借故诬告居先抢犯伤差。瑓瑧

借诬告以谋利也是当时重要的现象。被告在被诬告后，往往要被官府关押，甚至有可能遭受刑责，
并被胥吏敲诈。为求脱身，他们往往愿意出钱与原告和解。而官府的审判，只要不是极为重大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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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允许和息，并不追究。当时的不安分之人往往以此为凭借，诬告他人，然后趁机诈钱，
诈到钱后，再向官府申请和息，具结完案。如“叶墉诬告县书沈念曾等浮收”一案，叶墉乃南汇县监生，
素不安分，因交税之事与县书沈念曾等人有嫌，便诬告他们浮收，沈念曾等人为免讼累，只得出钱和解，

共出五百七十元与叶墉，叶墉收到钱后向衙门申请和息，具结完案。瑓瑨

总之，在清代的“抓大放小”式司法管理模式中，官府视户婚田土等民事性质的案件为细故，不愿受
理。在这种情况下，百姓为图准状，不得不使用诬告的策略行为，而这种行为不但能够使案件获得准理，
而且还能够带来其他收益，如报仇和诈财，这些行为的实质是百姓策略性地利用了官府的力量。

三、放纵百姓诬告:官员的策略行为

诬告行为的盛行给官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因为诬告行为扰乱了官府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官府的威

信，也使被诬之人饱受其害，社会秩序也因此不稳，以致康熙帝颁布的《圣谕十六条》有一条专讲诬告:
“平息诬告，保全善良。”瑓瑩可见，诬告的危害性之大以及帝国高层对诬告的重视。既然诬告这么普遍，具
有极大的危害性，为何不严厉打击呢? 事实上，清代法律对诬告犯罪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总的原则是诬

告反坐:“凡诬告人笞罪者加所诬罪二等; 流徒杖罪不论已决配、未决配，加所诬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
流三千里不加入于绞; 若所诬徒罪人已役，流罪人已配，虽经改正放回，须验其被逮发回之日于犯人名下

追征用过路费给还被诬之人，若曾经典卖田宅者，着落犯人备价取赎; 因而致死随行有服亲属一人者，

绞。将犯人财产一半断付被诬之人; 至死罪，所诬之人已决者，反坐以死，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
役三年。”瑔瑠

瑓瑨 ( 清) 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卷 20，“审拟讼棍勾结图诈折子”。

瑓瑩 ( 清) 雍正皇帝辑录整理:《康熙皇帝告万民书》，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3 页。

瑔瑠 前引⑥《大清律例》，第 481 页。

瑔瑡 徐栋:《牧令书辑要》卷 7，“严反坐”( 房廷桢) 。

瑔瑢 前引③，第 68 页。

瑔瑣 其实明代也是如此，明代名吏海瑞在《备忘集》中言:“抚院海示，照得江南刁讼太甚，本院巳约府县官无惮烦琐，不为姑息，正欲变刁

讼之风为淳睦之俗也。近见各府县申到招词往往两可调停，含糊姑息，本院不能备言。大抵状词准行则便得利，俗有种肥田不如告

瘦状之说，诚哉言也。乃知刁讼盛行皆府县官号而召之。”参见( 明) 海瑞:《备忘集》卷 5，“示府县状不受理”。

瑔瑤 前引瑏瑦，第 177 页。

普通诬告，加等处罚; 告死罪( 已决) ，反坐至死。刑罚不可谓不严，也反映了官府严惩诬告的决心。
但是这些严厉的条文并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严格遵守，司法官员特别是州县官员对于诬告案件往往

没有依法判决，对诬告者也是从轻处理。康熙时任刑部郎中的房廷桢提到“劝息争讼，此仁人长者为民
惜身家、惜性命之苦心也，每见文诰所颁，情词恺恻，计虑周详，真不啻垂涕泣而道之矣。然徒悬息讼之
令，而不严反坐之条，则奸人之心以为吾之讼胜固可以制人，负亦不致损己，何所惮而不试其长技乎。亦
有神明宰官审虚怒发，始虽恶其无实，旋复悯其无知，亦仅薄责示惩，不皆依律重拟，奸人之心以为吾之

讼成固可以直寻，败亦止于枉尺，何所惮，而不幸其偶中乎”。瑔瑡

在房廷桢看来，不按律严惩诬告的行为极其普遍，这使得百姓无畏惧之心，诬告行为屡禁不止。房
郎中的看法已经被判牍材料证实。有学者对清代诬告案件的判决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只有 4． 2%的
诬告者被处以笞杖刑以上的刑罚; 也就是说，只有这些案件才被上报上司; 另有 43． 2%的诬告者被施以
笞杖刑; 而大多数的诬告者，即 52． 6%的诬告者甚至被径直免于处罚。瑔瑢这个数据足以说明，对诬告行为
从轻发落是清代州县官员的行为常习。瑔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诬告行为泛滥，官府也制定严
厉的法律予以打击; 另一方面，这些严厉的法律在司法中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诬告者常常没有受到严

惩，从而鼓励了他们的诬告行为，而这又进一步使得健讼之风更盛。用黄宗智的话说，官府行为出现了
“表达与实践的背离”。瑔瑤为何会出现这种背离? 为何官员不严格执行诬告律例，严惩诬告行为呢?
事实上，官员的这种行为与当时的司法体制是有关的。前文已经论述了清代的覆审体制，徒刑以上

的案件需要审转，而杖罪案件则不需审转。与覆审制度相应的是严格的官员责任追究体制，如果案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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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审中被上级官员发现下级官员有出入人罪的行为，审判官员就会受到相应的惩处，轻则罚俸罢官，重

则要被处以刑罚。覆审与责任制度结合起来，会导致官员不愿依法严格惩治诬告的策略行为，乾隆时任
湖南巡抚的杨锡绂在给乾隆的奏折中提到: “湖南风气则以健讼为能，每一纸到官或得批准，不但本人
自喜，即亲族亦交相称贺。更有意在拖累，止图批准不图审理之习。……庸碌有司止欲省事，一味姑息，
多不按照律例定拟，非在县率结而匿不通详，即代为回护而曲意开脱，以致若辈玩视功令辗转效尤。”瑔瑥

不论是在县率结，还是“曲意开脱”，都是为了“匿不通详”，规避审转程序的约束和审查，使案件不
需要向上级审转，审判官员也就不必承担风险。上报的案件越少，从逻辑上来说也意味着官员承担的风
险越少，所以放纵诬告的行为是官员的一种策略行为。这种策略行为不仅在诬告案件中存在，而且在其
它案件的处理上也同样有。清末变法时，张之洞上书建言“整顿中法”，其中的一个建议是: “二日省文
法。承审之例限处分太严，而命盗案之报少，必俟犯已供认而后详报。盗案之例限开参太严，且必获犯
过半兼获盗首方予免议，而讳盗之事多，讳有为无，讳劫为窃，讳多为少，各省从无一实报人数者。命案
罕报罕结，则多私和人命，及拖毙证人之事，民冤所以不伸也，盗案不早报不实报，则萑苻已起，而上官不

知寇乱所以潜伏也。”瑔瑦

瑔瑥 ( 清) 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 7，“敬陈楚南风俗斟酌办理疏”。

瑔瑦 ( 清) 朱寿朋:《东华续录( 光绪朝) 》，光绪一百六十九。

瑔瑧 ( 清) 汤来贺:《内省斋文集》卷 2。

瑔瑨 《清通典》卷 88，“考讯”。

瑔瑩 前引瑑瑤，第 738 页。

瑖瑠 明代海瑞对轻纵诬告的“和稀泥”式判决激励民众诬告早有认识:“问之识者，多说是词讼作四六分问，方息得讼。谓与以六分理，亦

必与被告以四分。与原告以六分罪，亦必与被告以四分。二人曲直不甚相远，可免愤激再讼。然此虽止讼于一时，实动争讼于后。

理曲健讼之人得一半直，缠得被诬人得一半罪，彼心快于是矣。下人揣知上人意向，讼繁兴矣。……可畏讼而含糊解之乎? 君子之

于天下曲曲直直，自有正理。四六之说，乡愿之道，兴讼启争，不可行也。”参见陈义钟编校: 《海瑞集》( 全二册) ，中华书局 1962 年

版，第 117 页。有学者将这段话概括为“海瑞定理Ⅰ”: 始终如一地依法公正判决会减少机会型诉讼。参见苏力: 《“海瑞定理”的经

济学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期。但问题在于，清代的司法官员在严格的审转和责任压力之下，无法做到依法判决，所

以诬告这种机会型诉讼也就无法减少。

审转制度和严格的审判责任相结合，使得官员故意少报、漏报命盗案件，以规避责任，这导致了科层
系统传递的信息失真，所以张之洞才会呼吁应“省文法”，降低官员所面临的压力，从而减少他们的策略
行为。
官员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审转，还来自于百姓的上控。案件即使不进入审转程序，如果百姓上控，案

件同样受到上司的审核，审判官员还是要承担风险。为了规避这一风险，他们对诬告人从轻处理，以免
他们上控:“官司不欲多讼，劝民和息而审断心公，有诬告者必究讼师而严格惩之，勿恐其上控而遂宽
之，使其无所利而有所畏，则人不羡慕而效尤者鲜，气焰其少衰乎。”瑔瑧“臣等伏思州县官因畏避处分，苦
累事主至于死伤，即属挟私，自应从重治罪。但有等奸民倚恃事主，挟制官长，串通胥役，诬良为盗，择殷
而噬，一经地方官查问，即以苦累上控，而州县官恐干畏避处分之罪，不复详审，致长刁风。”瑔瑨

百姓知道官员要规避风险，惧怕上控，故而能以此挟制官长，而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不得不受其挟

制，甚至还要找借口为诬告人脱罪。同治年间，刑部的一份奏稿载:“无如近年以来，外省审办京控奏谘
各案，全行审实及审虚，将原告诬告办理者，十不得一，大半皆系调停了事。一案之中，重款则大率消弥，
轻款则略与更张，既不审实又不办诬。或以为控出有因，或以为怀疑所致，无可解说则又以到案即行供
明为词，曲为原减。皆因问官将实作虚，无以服原告之心而杜其口，惧其复控，故不肯援诬告加等。”瑔瑩

连刑部交办的京控案件地方官员都是如此处理，其他可想而知。百姓的诬告行为由于官员规避审
判责任的策略行为而得不到严惩，这又鼓励了民众的诬告，瑖瑠从而诬告行为更泛滥，官府陷入了困境。

四、小结:诬告形成———官府与百姓的策略行为互动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在清代的政治、司法结构下，百姓的策略行为与官员策略行为的互动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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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清代诬告现象的泛滥，因之也成为清代司法的“顽疾”。就百姓而言，面对官府的“抓大放小”式的司
法管理，选择诬告这一策略行为作为回应，以使案件得到官府的受理和重视。就官府而言，诬告犯罪本
应是严厉惩治的行为，却因官员规避审判责任的策略行为而被轻纵，这使得百姓诬告的风险降低，从而

鼓励了诬告行为的发生。

瑖瑡 前引瑓瑩雍正皇帝辑录整理:《康熙皇帝告万民书》，第 63 页。

瑖瑢 抱告制度就是一种官府控制百姓诬告的制度。参见徐忠明、姚志伟:《清代抱告制度考论》，载《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2 期; 姚志伟:《清代抱告制度研究》，载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山大学 2008 年博士学位论文。

雍正帝在《圣谕广训》中言:“国家之立法，所以惩不善而儆无良，岂反为奸民开奸告之路，而令良善
倾陷之害哉!”瑖瑡

在雍正帝看来，国家立法是为了惩恶，开放诉讼的目的是为百姓申冤，而奸民的诬告则滥用了这种

诉讼。所以，可以这样说，诬告的本质是百姓对官府所提供的司法救济途径的滥用。当然，诬告行为只
是众多滥用诉讼行为的一种。由于诬告等滥用诉讼行为的普遍以及危害性，官府又会设计一系列制度
对百姓的行为进行控制，而面对官府的控制，百姓又会以策略行为进行反抗，瑖瑢官府和百姓在司法场域

的博弈是无休无止的。

Nine False Accusations out of Ten Charges:
A Cause Analysis of Prevailing False Accusations in Qing Dynasty

YAO Zhi － wei

Abstract: In Qing Dynasty，a major feature of litigation is that false accusations are pervasive and as the
saying goes，“there is no accusation without lies”． The causes lie in the specific judicial structure of Qing Dy-
nasty in which citizens’strategy behavior interact with officials’strategy behavior，thus resulting in the perva-
sion of false accusations and becoming an“incurable disease”in Qing’s judicial system． As for citizens，in
response to the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mode of“punishing the felony and letting go the misdemeanor”，to
choose false accusations is a strategy to earn the attention and case proceedings from officials; while as for ju-
dicial officials，false accusations which should have been severely punished can actually be under disciplined
due to officials’evasion of trial liability，which has lowered the risk of citizens to make false accusations and
thus has encouraged the occurrence of false accus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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